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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否降低雾霾污染？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汪克亮，许如玉，赵　 斌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先行资本，也是引发地区雾霾污染的重要推手，而当前

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其产生的环境效应尚待考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
中国 ３０ 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
现：（１）中国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２）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
出效应均为负；（３）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时间与区域异质性；（４）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可
以通过技术进步、结构转型与规模经济缓解本地与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

应注重投资结构的优化与质量的提高，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减霾效应，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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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与“重经济、轻环保”的发展理念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

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近年来，以雾霾污染为代表的极端环境问题频发，已经严重影响

到经济发展质量与居民身体健康。关于雾霾的成因，众多学者展开深入分析并指出燃煤、工业与汽车尾

气排放是重要因素［１ ２］，其中汽车尾气来源于交通部门，与基础设施建设密不可分。研究表明，交通基础

设施的完善会进一步刺激居民私家车消费，从而促进空气污染物排放［３］。以铁路、公路、机场为代表的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的重要经验。然而，当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近饱和，

并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问题［４］。众多学者基于交通运输方式［５］、交通拥堵程度［６ ７］以及交通运输规

划布局［８］等不同角度的研究发现，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能够加剧雾霾污染，制约中国经济绿色转型。

作为新时代的产物，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其自身具备的数字化、智能

化特征将为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提供基础的新科技支撑。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对环境影响的相关研

究，已有学者发现，互联网、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存在环境友好效应［９ １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新型基础

设施并不绿色环保［１１］。作为承担互联网信息储存与处理的“大脑”，数据中心也被贴上“不冒烟的钢厂”

“能耗巨兽”等标签［１２］。上述研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效应问题做出了有益探讨。然而，有关新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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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衡量指标，学者仅仅选择具有某种特性的属性加以衡量，阐述并不全面，更鲜有学者从投资的视

角展开研究，且并未考虑基础设施具有空间网络属性［１３］。为此，本文从理论上深入探讨新型基础设施投

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从空间溢出视角开展实证研究，为中国雾霾治理以及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经验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效应、结构转型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三种途径缓

解雾霾污染。

（一）技术进步效应

１． 创新要素的激发效应
创新活动的经济外部性特征使得它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公共基础设施支持［１３］。地区通过加大新

型基础设施投入，吸引人才与知识集聚，从而催生生产与清洁技术创新；具有跨时空特征的信息网络

等新型基础设施降低了信息的传输成本，能够实现企业、地区之间的瞬时交流，帮助创新主体便捷、高

效地交换对创新有重要作用的信息，促使创新的产生。而技术创新能够改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共识。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４］从技术效应、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三个角度解析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并着重
强调技术效应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越先进的科技往往越“绿色”。而作为前沿

科技的代表，新型基础设施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更加出色，将更有效地促进地区雾霾治理。

２． 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
由于知识等要素的传播存在空间和地理上的粘连性，且地理距离与知识传播成本成正比［１５］，因此邻

近地区是科技创新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受益者，且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是技术传播与扩散的基础条件，

而新型基础设施的空间网络属性使得它具备更强的技术外溢性［１６］。新型基础设施缩短了个体与区域间

的时空距离，加强了区域间技术的扩散，使得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示范效应使得落后地区为

追赶先进地区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最终实现技术进步。能源利用与节能环保

领域的技术进步，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保投入成本，提高能源利用与环境治理效率。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 １：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抑制雾霾污染。
（二）结构转型效应

１． 产业数字化
新型基础设施所必需的“数据”这种新型生产要素是无污染的，且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发展理念高

度契合，因此数字化转型为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１７］。新型基础设施以新型数字技术

的应用为支撑，赋予国民经济三大产业数字化特征，帮助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１８］。在产

业发展过程中，５Ｇ、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推动新消费时代的到来，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
且消费偏好向绿色产品倾斜；另一方面倒逼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帮助企业准确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使

得生产更加精细化、高效化，推动业务流程与生产方式的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更加绿色、低碳、清洁的

生产方式与价值创造体系，从而缓解雾霾污染。

２． 数字产业化
数字产业对于前沿生产技术与高端生产设备有着更高的要求，更依赖于数据、技术、知识等新型

生产要素投入，且具有高附加值、低环境污染的特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是数字

产业发展壮大的先行条件，它的完善一方面能够产生大量数字产业发展所需的“数据”要素，另一方面

它本质上就是信息化的数字基础设施［１９］。５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要素在数字产业中的合理应
用，将催生符合当前新发展理念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整合，提高资源利用、

节能减排等各环节的运行效率，尤其是绿色产业发展与绿色数据中心建设，为雾霾污染问题的解决提

供一条现实路径。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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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２：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减轻雾霾污染。
（三）规模经济效应

以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打造一个数据共享互通、

产业实时互联的网络互动平台，加强相关产业间的信息交流与互换［２０］。企业的生产、销售与消费者

的购买均可通过线上方式实现，使得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成为可能，在显著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减

少资源消耗的同时扩大了产品销售与生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应用也能帮

助企业准确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与偏好，从而进行精准的生产与销售，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良

好的基础设施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提高了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从而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积

极性［２１］。特别地，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客观上促进了绿

色技术创新，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有助于降低雾霾污染。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 ３：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提高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缓解雾霾污染。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设计

１． 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雾霾污染（ＰＭ２ ５）
本文借鉴范丹等［２２］的研究方法，采用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ＡＣＡＧ）通过 ＮＡＳＡ

卫星以及地面监测站综合评估而得的经纬度栅格数据，将其解析为 ＰＭ２ ５平均浓度值。
（２）核心解释变量———新型基础设施投资（ＮＮＩＳ）
本文以郭凯明等［２３］的研究为参考，将 ａ专用设备制造业，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加总作为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代理变量，并进一步折算为新型基础设施存量。关于存量的估算，首先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借鉴张军等［２４］、单豪杰［２５］的研究思路，采用各省份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然后使

用永续盘存法将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流量估算为存量；参考金戈［２６］对于基础设施资本折旧率的设定，

取值为 ９ ２％。具体公式表示如下：

Ｋｉ，ｔ ＝
Ｉｉ，ｔ
ｇ ＋ δ

（１）

Ｋｉ，－１ ＝ （１ － δ）Ｋｉ，ｔ ＋ Ｋｉ，ｔ （２）
（３）控制变量
能源结构（ＥＳ），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衡量；人力资本（ＨＣ），用各省份劳动力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城市化水平（ＵＲ），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政府行政能力（ＧＯＶ），为
财政支出与 ＧＤＰ之比；贸易开放度（ＯＰＥ），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表示；交通基础设施
（ＴＲＡ），用各省市地区铁路和公路总里程与其国土面积之比衡量。
２． 空间相关性分析
（１）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地区间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可通过测算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予以判断，其计算公式如下：

Ｉ ＝
∑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Ａｉ － Ａ）（Ａｊ － Ａ）

Ｓ２∑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３）

其中，Ｉ代表全局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Ｓ２ ＝ １ｎ∑
ｎ

ｉ ＝ １
（Ａｉ － Ａ）

２，Ａ ＝ １ｎ∑
ｎ

ｉ ＝ １
Ａｉ，Ａｉ为第 ｉ个省份的ＰＭ２ ５

浓度值，ｎ为地区数，Ｗ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以 ０ ～ １邻接矩阵（Ｗ１）为基准回归矩阵，同时使用地理
矩阵（Ｗ２）作为稳健性检验。

由表 １ 可知，两种矩阵下雾霾污染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值显著为正，表明空间因素是影响中国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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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雾霾污染全局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

年份
ｌｎＰＭ２． ５（Ｗ１） ｌｎＰＭ２． ５（Ｗ２）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ｚ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ｚ值

２００３ ０． ４５７ ３． ９９６ ０． ２２５ ４． ３３２
２００４ ０． ４７８ ４． １９１ ０． １０８ ２． １３０
２００５ ０． ５２５ ４． ５８２ ０． １１２ ２． １９７
２００６ ０． ３９３ ３． ５０２ ０． １２７ ２． ４１４
２００７ ０． ５２４ ４． ５８０ ０． １１６ ２． ２５４
２００８ ０． ４７９ ４． １５１ ０． １３０ ２． ４５２
２００９ ０． ４４６ ３． ９１３ ０． １５８ ２． ８７２
２０１０ ０． ４３６ ３． ８２２ ０． １４６ ２． ６９７
２０１１ ０． ４５０ ３． ９５９ ０． １３１ ２． ４７２
２０１２ ０． ４０２ ３． ５９０ ０． ０６５ １． ４９２
２０１３ ０． ４７６ ４． １４７ ０． １８７ ３． ３１４
２０１４ ０． ４４７ ３． ９１２ ０． ２４７ ４． ２０２
２０１５ ０． ４５９ ４． ０４３ ０． ２５１ ４． ２７０
２０１６ ０． ４２８ ３． ７９３ ０． １７２ ３． ０９８
２０１７ ０． ４３０ ３． ７９７ ０． ２２２ ３． ８４１
２０１８ ０． ４３４ ３． ７７２ ０． １９５ ３． ４１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 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霾治理的重要因素。

（２）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首先，本文构建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ｌｎＰＭ２ ５ 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ＮＮＩＳｉｔ ＋ α２ ｌｎＸｉｔ ＋ μｉｔ （４）
其中，ＰＭ２ ５ ｉｔ代表 ｉ地区第 ｔ年的ＰＭ２ ５浓度值，ＮＮＩＳｉｔ

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额，Ｘｉｔ 为相关控制变量，μｉｔ 为随机
误差项。

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这一点已经被

众多研究所证实［２７］。因此，将雾霾污染与新型基础设施

投资纳入空间分析框架之中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分别构

建空间自回归（ＳＡＲ）、空间误差（ＳＥＭ）和空间杜宾
（ＳＤＭ）三种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

ＳＡＲ模型是在式（４）的基础之上引入被解释变量的
空间变量 ＷｌｎＰＭ２ ５ｉｔ，模型设置如下：

ｌｎＰＭ２ ５ ｉｔ ＝ α０ ＋ ｒｈｏＷｌｎＰＭ２ ５ ｉｔ ＋ α１ ｌｎＮＮＩＳｉｔ ＋ α２ ｌｎＸｉｔ ＋
μｉｔ （５）

其中，ρＷｌｎＰＭ２ ５ ｉｔ 是 ＳＡＲ模型的空间变量，ρ 为空间
变量系数，Ｗ为一阶邻接权重矩阵，其余变量符号含义与
式（４）一致。

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众多，不可能将所有因素都纳入模型之中，一些次要因素将归到随机误差项

之中。ＳＥＭ模型基于公式（４）加入随机误差项的空间相关变量，模型表示如下：
ｌｎＰＭ２ ５ 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ＮＮＩＳｉｔ ＋ α２ ｌｎＸｉｔ ＋ μｉｔ （６）
其中，μｉｔ ＝ λＷｕｉｔ ＋ ε，λ表示模型（６）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强度，ε服从正态分布，其余变量符号含

义与式（４）一致。
而 ＳＤＭ模型则是在 ＳＡＲ 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ＷｌｎＮＮＩＳｉｔ，模型设置

如下：

ｌｎＰＭ２ ５ ｉｔ ＝ α０ ＋ ｒｈｏＷｌｎＰＭ２ ５ ｉｔ ＋ βＷｌｎＮＮＩＳｉｔ ＋ α１ ｌｎＮＮＩＳｉｔ ＋ α２ ｌｎＸｉｔ ＋ μｉｔ （７）
（二）数据说明

本文共选择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剔除港澳台地区及西藏自治区）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数据
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性统计见表 ２。
表 ２　 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ＰＭ２． ５ 雾霾污染 ４８０ ３７． ６０９ ７． ９５３ ８３． ６０８
核心解释变量 ＮＮＩＳ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存量 ４８０ ８０４． ７２３ ３． ５４８ ９ ７９７． １６１

控制变量

ＥＳ 能源结构 ４８０ ０． ４４５ ０． ０１６ ０． ８０２
ＨＣ 人力资本 ４８０ ９． ３０９ ６． １６４ １３． ６１７
ＵＲ 城市化水平 ４８０ ０． ５１８ ０． １３９ ０． ８９６
ＥＸＰ 政府行政能力 ４８０ ０． ２１１ ０． ０７９ ０． ６２７
ＯＰＥ 贸易开放度 ４８０ ０． ３１３ ０． ０１４ １． ７２１
ＴＲＡ 交通基础设施 ４８０ ０． ８１２ ０． ０３５ ２． １８８

中介变量

ＴＥＣ 技术创新 ４８０ ２９ ３１８． ３５０ ７０． ０００ ４７８ ０８２． ０００
ＩＮＤ 结构转型 ４８０ ２． ２９７ ０８５ １． ９８５ ０ ２． ８０６
ＳＣＡ 规模经济 ４８０ １１ ６７６． １２０ ３６９． ４５９ ６６ ２５７． ８８０

—８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表 ３　 模型选择

检验方法
Ｗ１ Ｗ２

检验统计量结果 Ｐ值 检验统计量结果 Ｐ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２． ４８３ ０． ０１３ ４７． ４０４ ０． ０００
ＬＭＳＥＭ ９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０ １４． １４４ ０． 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ＳＥＭ ７０． ８７６ ０． ０００ １６． ９９１ ０． ０００
ＬＭＳＡＲ ３７． ７４６ ０． ０００ １２． ９１６ ０． 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ＳＡＲ １８． ５４１ ０． ０００ １５． ７６４ ０． ０００
ＬＲＳＤＭＳＥＭ ２７． ７６０ ０． ０００ ８． ０１０ ０． ３３２
ＬＲＳＤＭＳＡＲ １９． ６５０ ０． ００６ ７． ２００ ０． ４０８
ＷａｌｄＳＤＭＳＥＭ ２８． ４５０ ０． ０００ ８． ９０ ０． ２６０
ＷａｌｄＳＤＭＳＡＲ １９． ７５０ ０． ００６ ７． ８４ ０． ３４７
ＬＲｂｏｔｈｔｉｍｅ ９７０． ０９０ ０． ０００ ９４７．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ＬＲｂｏｔｈｉｎｄ ２２． ７００ ０． ０１２ ４１． ９９０ ０．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１８． ４６０ ０． ０２９ ２６． ２４０ ０． ００２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讨论

（一）整体实证结果分析

由表 ３ 可知，包含时空双固定的空
间杜宾模型是本文最佳的研究模型。同

时，为保证稳健性，本文分别列出两种矩

阵下的 ＳＡＲ、ＳＥＭ与 ＳＤＭ模型的估计结
果。由表 ４ 可知，六种空间计量模型的
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本文以 ０ ～ １
邻接矩阵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为基准

进行实证分析。

由表 ４ 可知，（１）在核心解释变量
中，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影

响显著为负，表明增加新型基础设施投

资有利于缓解雾霾污染。以 ５Ｇ、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产业绿

色发展不可或缺的先行资本，一方面，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减少了环境污染物排

放，从而推进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另一方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也能够带动新兴

产业发展，创造绿色投资机遇，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升级，进而减轻雾霾污染。（２）在控制变量
中，能源结构加剧了地区雾霾污染，充分表明当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中国雾霾污染的重要

幕后推手。人力资本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为负，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往往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较

高，从而用于治理雾霾的技术研发支出也随之增加；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呈正相关，表明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推进，人口集聚引致更多的能源资源需求，从而加剧雾霾污染物排放；政府行政能力对雾霾

污染的影响系数为正，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唯 ＧＤＰ 论”指导下的政绩考核标准引致地方政府出现生
产性的财政支出偏向，而对资金投入大、见效周期长的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如环保科技支出等领域）重

视不足，不利于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贸易开放度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表明贸易开放使得中国企业更

易于学习绿色先进技术，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从而实现绿色生产；交通基础设施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

说明交通通达性的提高并未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改善。

表 ４　 基于整体样本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静态面板 Ｗ１ Ｗ２
ＦＥ ＳＤＭ ＳＡＲ ＳＥＭ ＳＤＭ ＳＡＲ ＳＥＭ

ｌｎＮＮＩＳ
－ ０． １１９ －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ｌｎＥＳ
０． １９４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２ ０． １２８ ０． １４４ ０． １２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９）

ｌｎＨＣ
－ ０． ７８５ － ０． ４０６ － ０． ４１８ － ０． ３７２ － ０． ２５５ － ０． ３０５ － ０． ４２４

（０． ２１７） （０． １３８） （０． １３６） （０． １４８） （０． １７８） （０． １７８） （０． １９６）

ｌｎＵ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ｌｎＥＸ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１ ０． ０９０ ０． ２４０ ０． １９１ ０． ０９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０） （０． ０７２）

ｌｎＯＰＥ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８０ －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３）

ｌｎＴＲＡ
０． １８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９）

—９５—



汪克亮，许如玉，赵　 斌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否降低雾霾污染？

表 ４（续）

变量
静态面板 Ｗ１ Ｗ２
ＦＥ ＳＤＭ ＳＡＲ ＳＥＭ ＳＤＭ ＳＡＲ ＳＥＭ

Ｗｘ × ｌｎＮＮＩＳ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０）

ρ或 λ
０． ７４９ ０． ７５３ ０． ８０７ ０． ５９０ ０． ６６７ ０． ６８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２）
Ｒ２ ０． ２６０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３ ０． ２８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与直接使用回归系数解释经济现象的模型相比，ＳＤＭ 模型改用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总效
应，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偏误，增强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这三种效应展开进一步的解

释，估计结果见表 ５。
由表 ５ 可知，无论是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还是总效应，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本地和邻近

地区的雾霾改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具有强正外部性特征，且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在很大程度

上由政府主导建设，这也造就了各级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标尺竞争”的手段。本地政府出

于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一方面为吸引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的企业与高素质人才进入，在增加“新基建”

投资的同时实施积极的“腾笼换鸟”政策，对低端落后产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实现本地区产业结构

的“绿色调整”，提高当地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与技术、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紧密相

关，加强“新基建”投资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型

基础设施投资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体现在：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现状，地方政府的绩

效考核标准开始由经济指标向环保转换。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本地区雾霾改善具有正外部性，这会

通过示范效应和警示效应激发邻近地区增加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强自身环境治理的主观能动性，

从而有助于邻近地区雾霾污染的改善。

表 ５　 整体样本雾霾污染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Ｗ１ Ｗ２

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总效应

ｌｎＮＮＩＳ
－ ０． ０４２ － ０． １２３ － ０． １６６ － ０． ０３６ － ０． ２６１ － ０． ２９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８）

ｌｎＥＳ
０． １０５ ０． ２３５ ０． ３４０ ０． １３３ ０． １８５ ０． ３１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８）

ｌｎＨＣ
－ ０． ４９４ － １． １０９ － １． ６０３ － ０． ２４９ － ０． ３４４ － ０． ５９３
（０． １６７） （０． ４２７） （０． ５８５） （０． １７９） （０． ２６８） （０． ４３９）

ｌｎＵ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ｌｎＥＸＰ
０． １０７ ０． ２４０ ０． ３４７ ０． ２５０ ０． ３４８ ０． ５９８

（０． ０５７） （０． １３４） （０． １８９） （０． ０６３） （０． １１５） （０． １６７）

ｌｎＯＰＥ
－ ０． ０５９ － ０． １３２ － ０． １９１ － ０． ０８３ － ０． １１５ － ０． １９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８）

ｌｎＴＲＡ
０． ０５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７３ ０． ０９０ ０． １２３ ０． ２１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３） （０． ０９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７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在控制变量中，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政府行政能力与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

出效应均为正，即加剧了地区间的雾霾污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应

该予以优化，城镇化建设应走高效集约、绿色环保之路，地方政府须进一步加强环境绩效考核，合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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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

效应，同时我国积极与国际市场接轨，学习先进绿色技术，进而缓解本地和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

（二）异质性分析

１． 区域异质性
由于省份间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差异对地区的环境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

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影响雾霾污染的区域异质性进行了探讨，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分地区雾霾污染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总效应

ｌｎＮＮＩＳ
－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５９ － ０． １２１ －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８３ － ０． １４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ρ
０． ７１９ ０． ６６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３）
Ｒ２ ０． ３３６ ０． ００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由表 ６ 可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雾霾污染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同为负，其
中，中西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就直接效应来说，东部地区凭借先

天的区位优势更易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与外资的青睐，相对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了雄厚的财政与技术支撑，因此，东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发展起步较早，投资水平也较高，其投

资的边际报酬小于中西部地区，且随着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不断完善，其高能耗等环境负效应开始

显现，弱化了它对于节能减排的绿色环保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

对于投资的响应度较高，新型基础设施的环境友好作用的发挥程度也更大。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无

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自带“绿色基因”的新型基础设施在激发地方政府投资意愿的同时也能够

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正外部性。新型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化特征，使得各地区均成为“新

基建”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地区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为邻近地区带来正外部性与搭便车的

好处，加强地区间的信息交流与科技合作，促进区域雾霾治理。

２． 时间异质性
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发展由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基于此，本文以 ２０１２ 年为时间节点，进一

步考察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前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于雾霾污染影响的差异性，估计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分时段雾霾污染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

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总效应

ｌｎＮＮＩＳ
０． ０１５ ０． ２０２ ０． ２１８ － ０． ００６ － ０． ２６７ － ０． ２７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ρ
０． ７３１ ０． ８２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７）
Ｒ２ ０． ２０８ ０． ０２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当样本区间处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时，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雾霾污染作用的直接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回
归系数均为正；而在进入 ２０１２年以后均为负。在 ２０１２年以前，出于财政与晋升的双重激励，能够对经济
增长发挥巨大乘数效应的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官员热衷的经济手段。而新型基础设施的知识、技术密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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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意味着它的发展是与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而在“唯 ＧＤＰ 论”指导下，地方政府忽视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在相关产业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与产能过剩，最终

影响到环境质量。在 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在制定一系列规制
措施的同时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考核，政绩考核体系日趋多元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绿色”成分，能

够推进产业上下联动，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的清洁高效发展，共同改善生态环境，进

而提高政府官员的环境绩效，因此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发展对象。

　 　 　 　 　 　 表 ８　 内生性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滞后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

Ｌ．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ＮＮＩＳ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６）

Ｗｘ × ｌｎＮＮＩ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３）

Ｌ． ｌｎＮＮＩＳ
－ ０． １３３
（０． ０９２）

Ｗｘ × Ｌ． ｌｎＮＮＩＳ
０． １７９

（０． １０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ρ
０． ９６０ ０． ７７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７）
Ｒ２ ０． １５６ ０． ０４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内生性讨论

本文分别选择被解释变量雾霾污染与核心

解释变量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滞后一期进行内

生性检验，表 ８ 的估计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
投资的符号与显著性基本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即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

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ＮＮＩＦ 为新型基
础设施投资流量。由表 ９ 可知，主要解释变量的
符号与显著性基本与前文无异，即新型基础设施

投资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分析结论在不同的方法

下依然成立。

五、作用机制检验

（一）作用机制验证

表 ９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缩短样本时间 控制变量滞后 去掉直辖市

Ｗ１ Ｗ２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ＮＮＩＳ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Ｗｘ × ｌｎＮＮＩ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ｌｎＮＮＩＦ
－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Ｗｘ × ｌｎＮＮＩＦ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ρ
０． ５９１ ０． ６２３ ０． ７４０ ０． ７６１ ０． ７２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４）
Ｒ２ ０． ３４９ ０． ２７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通过

技术进步效应、结构转型效

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对地区雾

霾污染产生影响，因此，我们

将对这三种效应的作用机制

进行验证。就指标选取来

说，本文借鉴卞元超等［２８］对

影响机制的研究思路，对于

技术进步效应，采用发明专

利授权数作为技术进步的代

理指标；对于结构转型效应，

使用产业结构算法，即一产、

二产和三产比重分别乘 １、２
和 ３ 并加总；对于规模经济
效应，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折算
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从方法来说，本文借鉴温忠麟等［２９］的研究，运用三步法中介效

应模型，分别将技术进步（ＴＥＣｉｔ）、结构转型（ＩＮＤｉｔ）和规模经济（ＳＣＡｉｔ）三个指标代入如下计算公式
（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模型）：

ｌｎＰＭ２ ５ ｉｔ ＝ λ０ ＋ λ１ ｌｎＮＮＩＳｉｔ ＋ γＸｉｔ ＋ εｉｔ （８）
ｌｎＴＥＣｉｔ ＝ λ０ ＋ λ２ ｌｎＮＮＩＳｉｔ ＋ γＸｉｔ ＋ εｉ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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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ＰＭ２ ５ ｉｔ ＝ λ０ ＋ λ３ ｌｎＮＮＩＳｉｔ ＋ λ４ ｌｎＴＥＣｉｔ ＋ γＸｉｔ ＋ εｉｔ （１０）
其中，ＴＥＣｉｔ 代表技术进步，Ｘｉｔ 是所有控制变量。λ０ ～ λ４、γ代表估计参数，其余变量释义与前文一致。

表 １０　 基于技术进步、结构转型、规模变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ｌｎＩＮＤ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ＴＥＣ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ＳＣＡ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ＮＮＩＳ
０． ００９ － ０． １０９ ０． ３７１ － ０． ０９５ ０． １３０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９）

ｌｎＩＮＤ
－ １． １１４

（０． ２８３）

ｌｎＴＥＣ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７）

ｌｎＳＣＡ
－ ０． ２７６

（０． ０６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６２３ ０． ２８５ ０． ９３５ ０． ２７０ ０． ９５２ ０． ２９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
准误。

由表 １０ 可知，当
分别以技术进步、结

构转型和规模经济为

被解释变量时，新型

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将各中

介变量与新型基础设

施投资同时纳入模型

（１０）回归之后，系数
均显著为负，且新型

基础设施投资的系数

均变小，这表明新型

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激

发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减少雾霾污染，假说 １、假说 ２、假说 ３ 均得以验
证。就技术进步效应来说，新型基础设施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演化形成的、能够提供数

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其布局与完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能够缓解当前

经济与环境冲突，使得能源、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降低能耗与污染物排放。就结构转型效应来说，与

传统的“铁公机”相比，新型基础设施不仅能够帮助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而且更侧重于突出产业结构

升级的新方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均体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发展趋势，是新兴产

业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就规模经济效应来说，作为一种投资，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直接发挥

巨大的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３０］，进而使地区拥有更高的财力与物力进行环境治理。

（二）作用机制稳健性

为证明作用机制的稳健性，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流量重新代入三步法

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１１，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与前文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本
文梳理的作用机制具有准确性。

表 １１　 作用机制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ＩＮＤ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ＴＥＣ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ＳＣＡ ｌｎＰＭ２． ５

ｌｎＮＮＩＦ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１ － ０． １０８ ０． ３８０ － ０． ０９５ ０． １７８ －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１）

ｌｎＩＮＤ
－ １． ０６２

（０． ２８６）

ｌｎＴＥＣ
－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７）

ｌｎＳＣＡ
－ ０． ２６０

（０． ０６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５６ ０． ６２６ ０． ２７９ ０． ９３５ ０． ２６７ ０． ９６０ ０． ２８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在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的基础上考
—３６—



汪克亮，许如玉，赵　 斌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否降低雾霾污染？

察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雾霾污染的直接与空间溢出作用，主要得出以下结论：（１）新型基础设施投资
对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为负，能够显著缓解本地区与邻近地区雾霾污染。（２）新型
基础设施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时空差异。无论是从直接效应还是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中西部

地区受影响程度均高于东部地区；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雾霾污染的作

用也由促增转为促降。（３）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确实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效应、结构转型效应与规模经济
效应缓解本地与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

（二）政策启示

第一，增强“联防联控”意识，加强区域协调合作，共同打好雾霾治理攻坚战。因此，面对共同的

“雾霾劲敌”，各地区必须增强大局意识，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构建统一的治霾政策、法规与制度体

系，加大区域间的环境质量检测与环境监督处罚力度，对各种违规排放与治理不力等行为予以严惩；

同时，应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保证区域间能够实现及时沟通与合作，保证治霾工作的有效性。

第二，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各地区有针对性地推进雾霾治理。在雾霾治理过程中需根据地区特

点实施差异化的治霾政策，如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更需要依靠科技的投入来提高治霾

效率；而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滞后无力应对雾霾污染，当务之急依然是不遗余力地发展地方经济，

但应同时兼顾环境，竭力降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负效应。

第三，顺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好统筹规划，明确新型基础设施重点发展领域与优先发展顺序。

应辩证看待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避

免过度放大优点进而盲目推崇。考虑到我国新型基础设施正处于起步阶段，应明确重点与优先发展

顺序，切忌操之过急，坚持集约高效、绿色发展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建设，合理扩大投资规模，避免

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老路。

第四，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雾霾产生的诱

因，而目前来看，煤炭仍然是我国能源供应的主力，这种不合理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适

度控制煤炭消费、减少劣质煤使用和提高煤炭利用效率是降霾的有效途径。从长期来看，要想根治雾

霾，必须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可替代能源的使用，加快清洁能源

的开发，逐步降低经济发展对煤炭能源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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